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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谏诤观

张茂泽

（西北大学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９）

摘　要：谏诤是国家治理活动，是君主专制下自我监督、自我纠错机制的核心，目的在于帮助治

国者听取、吸收不同意见，以实现合理有效决策。中国古代政治学说集中讨论国家治理问题，谏诤

观是对谏诤的认识和反思，乃古代政治学说的一部分。中国古代谏诤观的产生和发展与谏官的设

置密切相关，大约产生于商朝，大盛于诸子，与治国理政的实践结合并产生积极作用在汉唐时期，后

来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而日趋衰落。古代谏诤观的思想基础有“太和”观念、天人之学、“和而不

同”的修养论、朴素的辩证思维、“仁政”思想等。古代谏诤难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桎

梏，同时和谏诤本身的不正常发展、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有关，这使古代谏诤观即使有一些民主色

彩，最终仍然疏离了民主政治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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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完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有必要借鉴古代治国

理政经验和教训，传承古代政治学说优秀内容。中

国古代政治学说集中讨论国家治理问题；谏诤是国

家治理活动，是君主政治体制里自我监督、自我纠错

机制的核心，目的在于帮助治国者听取、吸收不同意

见，实现合理有效决策。谏诤观是对谏诤的认识和

反思，乃古代政治学说的一部分。

据载，黄帝设“明台”（《管子·桓公问》），尧置

“欲谏之鼓”（《吕氏春秋·自知篇》），舜立“诽谤之

木”，夏禹“门悬钟、鼓、铎、磐，而置鼗”（《鬻子》卷

下《上禹政》），为听谏工具，后来谏诤发展成为古代

治国理政的重要活动。古人认为，谏诤“持善间

恶”，“以善鈎恶”，“告人之理”（《论衡·谴告》），促

人醒悟，改过匡正，有助于国君等个人修身，尽到

“君君”职责；谏诤还 “决郁塞”，通上下之情，有助

于国君“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吕氏春秋·用

众》），进行正确决策，巩固政权，获得治国“安主”

（《管子·形势解》）的良效。开明君主都重视谏诤，

广开言路，下诏求言，建言论机构，置登闻鼓，疏通言

路，选用谏官，奖赏切谏等，唐太宗李世民是代表。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在专制国家里，

绝对没有诸如调节、限制、和解、平衡、商榷、进谏可

言；完全没有对等或更好的建议可以提出；人作为一

个生物只能服从另一个生物的意志。……在那里，

人的命运与牲畜别无二致，只有本能、服从与惩

罚。”［１］但在中国历史上，谏诤和谏诤观发展源远流

长，对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大国的形成和发展起了

重大积极作用，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独特内容，值

得进行专门研究。

历史上，《荀子·臣道》、《韩非子·说难》、《说

苑·正谏》、《白虎通·谏诤》、《贞观政要·求谏》、

《贞观政要·纳谏》、《贞观政要·直谏》等，是谏诤

观的主要材料。今人黄鸣奋《说服君主：中国古代



的讽谏传播》（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１）、柏树斌《谏

议经典》（泰山出版社，２００４）、孔繁敏《国史镜鉴（谏

诤篇）》（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３）和《论中国古代谏诤的

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１９９４年第５期）、刘泽华《先秦时代的谏议理论与君

主专制主义》（《南开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１期）、赵映

诚《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３期）、周桂钿《试论“君

道”中的修身与听谏》（《福建论坛》，２００１年第 １

期）、赵启迪《春秋战国时期的谏诤制度》（吉林大学

２００８届中国古代史·先秦史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吕

文郁教授）等是笔者见到的主要研究成果。关于谏

诤观，刘泽华研究先秦谏诤观，概括出扬“和”弃

“同”论、为社稷论、为道论、疏导论、补短论、尊师听

教说、拒谏易位说等内容，赵映诚提出，“谏官制度

的思想基础一是氏族民主制的古代圣贤思想，二是

‘以多物，务和同’的和谐理论观念”［２］，可供参考。

谏，本为谋划、建言，使对方改变主意。它可指

积极或消极建言，后者如《韩非子·内储说下》：“文

王资费仲而游于纣之旁，令之谏纣而乱其心。”从字

义看，谏是“规劝君主、尊长、朋友，并使之改正错误

的意思。”［３］随着国家统一，中央集权成为制度，谏

作为调节君臣关系活动的积极意义得到发展。《说

文》：“谏，证也。”刘宝楠：“证者，正其失也。”《广

雅·释诂》：“谏，正也。”《广韵·谏韵》：“谏，直言

以悟人也。”《白虎通·谏诤》：“谏者，间也，更也。

是非相间革，更其行也。”《新唐书·魏征传》：“臣以

事有不可，故谏。”谏成为臣下规劝君上，使其改过

匡正的活动。

诤，通争。《说文》：“诤，止也。”桂馥《义证》：

“止当作正，诤、正声相近。《周礼·司谏》注云：‘谏

犹正也，以道正人行。’”诤是直言规劝，如诤臣、诤

友。与谏合为谏诤一词，尤指直言规劝。《广

雅·释诂四》：“诤，谏也。”《荀子·臣道》：“大臣父

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

于言，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伊尹、箕子可

谓谏矣，比干、子胥可谓争矣。”《说苑·臣术》：“有

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可

生，不用则死，谓之诤。”诤是强谏，坚持规劝，甚者

以死相谏。

《左传》宣公二年：“晋灵公不君，宣子骤谏。”

《论语·里仁》：“事父母几谏”。《荀子·臣道》：

“微谏而不倦”。骤谏是急速直言强谏，微谏指轻微

婉转劝谏，几谏乃寻找时机谏言。《战国策·齐策》

“邹忌讽齐王纳谏”，有“面刺”、“书谏”、“谤议于市

朝”三类。《大戴礼记》、《春秋公羊传》、《说苑·正

谏》、《白虎通·谏诤》、《孔子家语·辨政》、《唐六

典》卷八《门下省·谏议大夫》、《册府元龟·谏诤

部》、《旧唐书·职官部》等列出正谏、忠谏、讽谏、顺

谏、降谏、规谏、致谏、直谏、指谏、诤谏、戆谏、谲谏、

窥谏、陷谏等，主要有五类：“讽谏者，知患祸之将萌

而讽告也。顺谏者，出辞逊顺，不逆君心也。窥谏

者，视君颜色而谏也。指谏者，质指其事而谏也。陷

谏者，言国之害忘生为君也。”（李贤等注，见《后汉

书·李云传》）谲谏同讽谏，顺谏、降谏同窥谏，致

谏、正谏、忠谏近指谏，陷谏、戆谏、遗谏、死谏、尸谏

皆强谏。简约地说，有直谏和讽谏两种形式，但激烈

强谏最感人。

一、谏诤观的产生和发展

　　谏诤观是对谏诤活动的反思性认识，它的产生

和发展与君主政治下谏诤活动，尤其是谏官设置密

切相关。

远古“人人皆谏官”（《魏源全集·古微堂内

集·默觚下》）。夏、商、周三代，公卿、大夫，乐师、

太史，以至百工庶民，都可向国君提意见，朝廷也

采诗以观民风，《诗经》就有不少讽谏内容。作为君

主政治一部分，谏诤最早应当出现于夏代。《尚

书·夏书·胤征》：“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

百官修辅，厥后惟明明。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

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孔安国注：“谏，谏

失常。”孔颖达疏：“君当谨慎以畏天，臣当守职以辅

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开谏争之路。每岁孟春，遒

人之官以木铎徇于道路，以号令臣下，使在官之众更

相规阙。百工虽贱，令执其艺能之事以谏上之失常，

其有违谏不恭谨者，国家则有常刑。……百工之职，

犹令进谏，则百工以上，不得不谏矣。”［４］

《尚书·伊训》：“先王肇修人纪，从谏弗稭，先

民时若。”许慎《说文》：“稭，违也”，指违逆、乖戾，后

作拂。孔安国解释：“言汤始修为人纲纪，有过则

改，从谏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顺。”［４］伊尹提出君王

“从谏弗稭”观念，认为这是先王治国应有的“人纪”

修养。《尚书·说命上》：“群臣咸谏于王”；傅说曰：

“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后克圣，臣不命其

承。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孔安国解释：“木以绳

直，君以谏明。君能受谏，则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谏

之。王如此，谁敢不敬顺王之美命而谏之乎？”［４］绳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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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木正的准绳，谏是君王圣明的途径；君王从谏如

流，已成为商人对国君的要求。

《胤征》、《伊训》属于伪古文《尚书》，据专家们

研究，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比较，有部分可信

内容。谏诤被商人作为国家治理活动一部分，对其

进行理性认识，结合殷商时期谏诤等历史发展情况，

说明谏诤观在商朝时产生。

随着国家机构健全，谏诤逐步发展成为专门官

职，职责即直言谏诤，规劝天子改正过失。商汤时有

“司过之士”（《吕氏春秋·自知》）。《周礼·地

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郑玄

注：“谏者，以礼义正之。”贾公彦疏：“以礼义谏正王

也。……保者，是保安之义。故使王谨慎其身而归

于道。”［５］保 氏即谏官，并教 “国子”以六艺。

《易·蹇》：“王臣蹇蹇，匪躬之故。”高亨注：“謇謇，

直谏不已也。”这反映商周时期谏臣“蹇蹇”直谏

情况。

西周末，厉王暴虐无道，压制言论，“国人莫敢

言，道路以目”（《史记·周纪》），召公谏厉王弭谤，

指出“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

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

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

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周语上》），王权体系

内全部人员都有谏诤职能。厉王不听，“国人”暴

动，成为拒谏反例。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相争，各国变法图强，用

贤纳谏成潮流，谏诤对各国称霸发挥了积极作用。

管仲谓桓公：“蚤入宴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

死亡，不重富贵，臣不若东郭牙，请置以为大谏臣。”

（《吕氏春秋·勿躬》）齐国大谏，与掌农田垦殖的大

田、掌军旅征伐的大司马、掌刑狱司法的大理、主礼

仪宾客的大行并列，位高权重。齐威王悬赏求谏，

鼓励“面刺寡人之过”。楚国则设箴尹、郑国立司

直、晋国置中大夫、赵国有左右司过等，表明当时谏

官已成常设官职。此外，卿大夫、百官、工匠、乐师、

卜人以及其他近臣也可借机劝谏。

谏官的普遍设置推动了谏诤观的发展，儒家是

代表。《论语·宪问》：“子路问事君”，孔子曰：“勿

欺也，而犯之。”朱熹注：“犯，谓犯颜谏争。”孔子提

出“事父母几谏”（《里仁》）、“遂事不谏”（《八佾》）

等主张。他通过弟子向鲁国执政者进谏：“君子之

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指

季氏行为“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左传·哀公十

一年》）；治国者“度于礼”而符合“中”道，被看成谏

诤的标准。

《孝经·谏诤章第十五》记载，过去天子、诸侯、

大夫各有诤臣七、五、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

士则有诤友，父有诤子，“当不义则争之”；认为仅仅

听话、从令，不得为忠臣孝子。郭店竹简《鲁穆公见

子思》记载，子思答鲁穆公问“何如而可谓忠臣”，

“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认为臣下直言谏

诤，乃忠臣的标志，意思与《孝经》相同。

战国末，国家统一，大势所趋，荀子为先秦儒家

谏诤观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受谏而能诫”，是君子

应有修养之一；君子应有“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

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荀子·修

身》）的人生交往态度。他要求君主“兼听齐明”

（《荀子·君道》），避免“谄谀者亲，谏争者疏”（《荀

子·修身》），将纳谏作为君道的内容、君主的职责。

他著《臣道》篇，论述谏诤作为“臣道”的内涵、臣下

的职责更细，提出辨别忠奸办法：“从命而利君谓之

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

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

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认为谏臣

是最大忠臣。他将谏诤划分为“谏争辅拂”四类，认

为他们都是“从道不从君”的“社稷之臣”、“国君之

宝”（《荀子·臣道》）。荀子的论述揭示了君臣谏诤

“从道不从君”的实质。

《史记·殷本纪》记载，比干说：“为人臣者，不

得不以死争。”他实践谏诤观，“强谏”纣王，被剖心

而亡。先秦儒家发扬这一精神，将纳谏、敢谏分别视

为“君君”（君之所以为君、追求成为理想的君、“君”

概念现实化）、“臣臣”（臣之所以为臣、追求成为理

想的臣、“臣”概念现实化）的内涵，确立了古代儒家

谏诤观的基本框架。其他各家也有类似认识，如

《墨子·非儒下》：“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

《管子·形势解》：“正谏死节，臣下之则也”，《韩非

子·难一》引或人曰：“夫为人臣者，君有过则谏，谏

不听，则轻爵禄以待之，此人臣之礼义也”等。

秦汉时期，随着国家大一统制度发展，谏官由皇

帝近臣或侍从兼任。给事中属加官，“所加或大夫、

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谏议大夫“掌论议，无常

员，多至数十人”（《通典》卷２１《职官三·侍中》），

属郎中令。秦朝不重求谏、纳谏，短命而亡。汉初汲

取教训，鼓励臣下直言谏诤，上书言事，甚至犯颜直

谏。魏晋南北朝时期，侍中、黄门侍郎、给事中等逐

渐过渡为职事官，成为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通直散

骑常侍，他们“虽隶门下，而别为一省”，实际上“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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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议左右，从容献纳”，是专门谏诤机构。

汉人谏诤意识尤强。《韩诗外传》卷一：“国亡

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卷四：“见过即

谏，不用即死，忠之至也”，卷十：“畏鞭棰之严，而不

敢谏其父，非孝子也；惧斧钺之诛，而不敢谏其君，非

忠臣也”，反复强调直言力谏才是忠臣孝子。司马

迁《史记·商君列传》载，赵良对商鞅说：“千人之诺

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

亡”，总结王朝兴亡的关键在于谏诤。《汉书·循吏

传·龚遂》：“遂为人忠厚，刚毅有大节，内谏争於

王，外责傅相，引经义，陈祸福，至於涕泣，蹇蹇亡

已。”汉人谏诤诚笃忠勇，有大气节。《白虎通》作

为古代法典化意识形态的代表作，其谏诤观可谓两

汉谏诤观的代表。它继承儒家传统，说明谏诤是

“臣臣”的固有内涵：

第一，继承先秦儒家看法，肯定国君圣明、臣下

尽忠的标志在谏诤。“臣所以有谏君之义何？尽忠

纳诚也”；治国者要成为“明王”，要“重民而求己

失”，也须“立谏诤”。

第二，解释“谏”概念的意义。“谏者何？谏，间

也，因也，更也，是非相间，革更其行也。”归纳出讽

谏、顺谏、窥谏、指谏、伯谏五类，提倡“进思尽忠，退

思补过，去而不讪，谏而不露”的讽谏。

第三，断定大臣都有谏诤天子的职责。“天子

置左辅、右弼、前疑、后承”，左辅“剌不法”，右弼“主

纠周言失倾”，前疑“主纠度”，后承“主匡正”；各自

尽到职责，天子“虽无道，不失天下”。它认为历史

记载、史学研究性能，乃“明王者使为之”，以历史经

验和教训谏诤治国者。

第四，总结臣下谏诤几条原则：一是“不从得

去”。“愚不任用，请退避贤”，这符合“礼”；二是“

必三谏”，体现臣下“忠厚之至”，期待君王“觉悟能

用之”；三是“所谏事已行者，遂去不留”，表明进谏

纯为国事，并无私心。

第五，肯定谏诤范围，君臣关系外，父子、夫妇关

系也需谏诤调整和维系，提出“妻得谏夫”，“谏不从

不得去之”，“子谏父，不去”，充实和巩固了三纲说。

第六，限制谏诤主体范围，规定“士不得谏”国

事，认为“士贱，不得豫政事”，体现了等级森严，也

是对战国时期“谏士”、“谏说谈论之士”（《韩非

子·十过》、《说难》）各地游说的规范。只是一味禁

止，暴露了专制制度的简单粗暴。

魏桓范《世要论·谏争》（载《群书治要》）是魏

晋南北朝时期谏诤观代表作。它认为谏诤功能在

“纳君于道，矫枉正非，救上之谬”，提出“国之将兴，

贵在谏臣；家之将盛，贵在谏子”，断定谏争者是国、

家兴盛关键所在，无谏诤，则“害于事”，危害国、家；

认为“子从命者，不得为孝；臣苟顺者，不得为忠”，

忠孝绝非顺命从令，不是愚忠、愚孝；直言谏臣“蒙

危辱之灾，逆人主之鳞，及罪而弗避”，这只表示臣

下“忠于主”的本心，体现了“忠义”品德；强调直谏

是主要形式，如讽谏、微谏无效，必正谏、直谏“以补

缺”，“不尔不为谏争也”。

唐代谏诤制度获得重大发展。谏官如左右散骑

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拾遗、左右补阙，分属中

书、门下两省，在皇帝诏书制订前和制订后，都进行

谏诤，避免决策失误；谏官人数多，受重视，职能健

全，能参与军国大政，“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

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旧唐书》卷１６６

《白居易传》）。唐代谏诤观可谓当时君臣谏诤活动

经验的历史总结，内容丰富，达到了古代高峰。

二、贞观君臣的谏诤观

　　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建立和巩固，君臣谏诤成

为占主导地位的谏诤活动，谏诤观也演变为主要讨

论君主纳谏和臣下进谏问题。比较典型的是贞观君

臣的谏诤观。

太宗“经营多难，备知天下之事。……每一食，

便念稼穑之艰难；每一衣，则思纺绩之辛苦”［６］。他

认识到谏诤对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性，真诚求谏、纳

谏，重用魏征等，努力尽君主职责，可谓古代开明君

主榜样。他评价魏征：“见朕之非，未尝不谏”，“每

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６］；自言“每行不欲与其相

离者，适为其见朕是非得失”，独“能正朕”［６］。论平

定天下，房玄龄功劳第一，而“贞观之后，尽心于我，

献纳忠傥，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

惟魏征而已。”魏征答：“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

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

也！”［６］这是君臣一心用谏的实录。

太宗如何尽“君”职？首先是学习，自觉承担君

主职责。即位后，他认真读书，“寻讨经史”，发现古

代圣王都有老师教诲，“以德道人”，帮助治国者“通

政术”，“知礼教”，言行“有所取则”；认识到君王必

须学习，才可能成就治世，“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

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６］。太宗读历史，看出二

重意义：一是谏诤不用，君主耳目闭塞，不知时政得

失，不知自己过失；二是行政机构主要职能在于做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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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耳目，发挥谏诤作用，匡正救过。其中关键在于国

君是否能求谏纳谏。贞观六年（６３２），他谓侍臣：

“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

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

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

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６］又说：“自古人

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只为不闻己过，或

闻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复闻过

能改，何虑社稷之不安乎？”［６］自即位后，重视求谏

纳谏，“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

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６］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国君对臣下是否进谏影响

很大。司马光感慨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

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

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

则景随矣。”（《资治通鉴》卷１９２《唐纪八》）

唐初君臣励精图治，朝廷弥漫谏诤风气。如贞

观中，太子承乾“数亏礼度，侈纵日甚”，太子右庶子

李百药作《赞道赋》以讽焉。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撰

《谏苑》２０卷进谏，后接连上书进谏，太子派两刺客

暗杀，当时于志宁丁母忧，刺客见他“寝处苫庐，竟

不忍而止”。太子右庶子孔颖达犯颜直谏，并撰《孝

经义疏》规谏。太子右庶子张玄素上书进谏，不纳，

又上书强谏，被太子大骂：“庶子患疯狂耶？”“遣刺

客将加屠害”，太子旋被废，玄素乃得免［６］。

贞观间谏诤盛行，太宗求谏纳谏最关键，其谏诤

观也占主体地位，有以下要点：

第一，君主有自知之明，乐闻己过，不自以为是。

君主将自己当作一般人，而不是先天圣君，是人，就

有不足，会犯错误，这是治国者求谏、纳谏的认识前

提。太宗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

忠臣。”国君先要虚心，掌握天下权力，“一日万机，

一人听断。虽复犹劳，安能尽善？”理应“思正人匡

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必须借助忠臣谏诤，

才能“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做不到这一点，难

有真正求谏、纳谏活动；甚或自以为是，小视天下，绝

难求谏、纳谏，结果国家遭殃。如隋炀帝暴虐无道，

毫不虚心，反而盛气凌人，以至“臣下钳口，卒令不

闻其过，遂至灭亡”。太宗总结：“主若自贤，臣不匡

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６］

第二，“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君主修养论是

贞观君臣自觉的谏诤理论根据。太宗问：“为君者

何道而明，何失而暗？”魏征答：“君所以明，兼听也；

所以暗，偏信也。”他说，尧舜“辟四门，明四目，达四

聪”，由此成为明君；而秦二世偏信赵高，“天下溃叛

而不得闻”，梁武帝偏信朱异，导致侯景之乱，乱军

“向关而不得闻”，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盗贼蜂起，

“贼遍天下而不得闻”，结果都导致亡国。结论是：

“君能兼听，则奸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新唐

书》卷９７《魏征传》）。

《管子·君臣上》：“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

圣”。汉末王符追寻国君明暗原因说：“君之所以明

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潜夫论·明

暗》）魏征传承这一传统优秀治国思想，在唐初加以

运用发挥，太宗求谏若渴，从谏如流，使之得以实践，

遂得开明美誉。

第三，国君有志成为理想的国君，尽到“君君”

职责，必须求谏纳谏。《荀子·君道》：“道者，何也？

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也

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

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

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

之。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故

曰：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太宗意识到，应居安

思危，“任贤能，受谏诤”（《贞观政要》卷１《君道》），

尽天子职责，“尊天事地，敬社稷，保四国，慈爱万

民，薄赋敛，轻租税”［６］等，让政府机构发挥办事和

谏诤职能。

太宗认真求谏，反复要求臣下直言谏诤，“必须

极言规谏”，“直言鲠议”，大力倡导臣下忠直坦荡，

“尽诚规谏”，敢于犯颜直谏，“不避犯触”。太宗提

出“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６］名言；健全谏

官制度，提高谏官地位，“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

谏官随入，预闻政事”［６］；发挥政府机构谏诤职能，

反复要求大臣、有司对于皇上诏敕“极言无隐”，“疑

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６］。太宗在贞观初

也确能做到“导之使谏”，并“说而从之”［６］。

朝廷一旦出现不同意见，国君理当“虚己纳

之”，这是纳谏。纳谏考验国君见识，体现国君胸

襟。太宗认为，纳谏和谏人相辅相成，“岂得以人言

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

人？”［６］提出君臣都应虚怀纳谏，不因他人“直言忤

意，辄相责怒”。这说明他抓住了个人修养要害，体

现了他的理解深度。

第四，君以大臣为师友的君臣关系观，有助于虚

心纳谏。历史上，将君臣看成主宾、主仆或师友关系

的都有。贞观十九年（６４５），太宗说：“每思臣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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傥言直谏，可以施于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

之”［６］，实践了荀子“非我而当者，吾师也”说。他将

君臣关系比喻为金矿和锻冶良工的关系，“金之在

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

比于金，以卿为良工”［６］。魏征去世，太宗曰：“夫以

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

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

殂逝，遂亡一镜矣！”因泣下久之［６］。如此，君臣关

系便是君主求谏纳谏和臣下直言进谏关系。魏征也

认识到君臣应同心一体，如元首和股肱“齐契同心，

合而成体。……然则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

虽明哲，必借股肱以致治”，反对不管臣下、民众心

意的“独任胸臆”、专制独裁。

第五，谏诤作为“臣臣”的内涵、臣下的职责，是

历史上各家各派共同看法；贞观群臣多忠心为公，直

言敢谏，魏征可谓忠臣谏诤的成功案例。他“能以

义制人主之情”［６］，“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

舜”［６］，一生谏诤 “累数十余万言”（《新唐书》卷９７

《魏征传》），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谏官。韩非

著《说难》，《吕氏春秋·直谏》研究了谏诤者的危险

性：“言极则怒，怒则说者危，非贤者孰肯犯危？而

非贤者也，将以要利矣。要利之人，犯危何益？”魏

征也发现臣下不犯言直谏原因，“懦弱之人，怀忠直

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

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导致“相与缄默，俯仰过

日”，大家得过且过结局。太宗深为赞成，乃下决心

“开怀抱，纳谏诤”［６］，终成辉煌盛世。

三、谏诤观的思想基础

　　谏诤作为政治活动，与政治、社会、自然有联系，

古人对这些联系的认识尽管表达零散、朴素，但内容

博大深邃，凝聚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精华，足以成为古

代谏诤观的思想基础。

阴阳和谐统一的“太和”观，是古代谏诤观的自

然思想基础。《周易·乾·彖》：“乾道变化，各正性

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提出阴阳和谐统一的“太

和”观。太和对万事万物普遍、均等、公平，“阴阳之

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吕氏春

秋·贵公》）。张载认为，太和就是道，“散殊而可象

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乾坤是太和两部分。太

和作为气，是宇宙的本原；其中蕴含的理，乃宇宙的

规范；太和作为理想，也是人们修养最高境界。明末

清初大哲王夫之注解说，道、理、太极等太虚之中，

“阴阳异撰……合同而不相悖害，浑沦无间，和之至

矣。未有形器之先，本无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

不失，故曰太和”（《张子正蒙注·太和篇》），认为

“太和”乃阴阳相反相成的统一，为“和之至”，是终

极的“和”，现实世界的各种“和”只是它在“既有形

器之后”的表现。如果说阴阳和谐统一的“太和”观

为古代谏诤观提供了本体论基础，那么太和中阴阳

双方对立统一、多元一体的运动形式，则可以为谏诤

主体和客体统一提供方法论基础。

天人之学也是古代谏诤观的世界观基础之一。

中国古代天人之学有两个传统：一是注重天人合一

的孔孟之道；二是注重天人和谐的《易传》、荀子。

如果说孔孟之道“天命之谓性—人性善—思诚或求

其放心”思路凝练成“正其不正以归于正”的政治哲

学思想，构成古代谏诤观天人合一关系的形而上学

基础，于是谏诤被看成上天使命的自觉和担当、现实

人本性的彰显、良知真我的呈露，那么荀子通过学习

而“善假于物”、“制天命而用之”的“明于天人之

分”观念，则是天人和谐关系的经验基础。荀子认

为，天有自己客观的运行规律，“天行有常，不为尧

存，不为桀亡”，它的运行规律不会因为人类社会的

君主是否开明而发生改变。人与天不同，人类社会

也有自己特有的性质和运动规律，自然界也不能改

变。“天有其时，地有其利，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

参”（《荀子·天论》），天和人在交互作用中达到统

一，人认识改造世界能力得以提高。

“和而不同”理念是谏诤观的修养思想基础。

史伯和晏子提倡“和”，反对“去和而取同”（《国

语·郑语》）。和，和谐统一；同，单一苟同。和同思

想本来就君王纳谏而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

（《论语·子路》），提倡“友直，友谅”，认为敢于直

谏的朋友才是真朋友，将谏诤纳入君子修养范围。

荀子进而肯定直谏朋友，可以称为“师”。《后汉书》

有“和而不同，以救过为正，以匡恶为忠”（《文苑列

传》）之语，葛洪赞成说：“和而不同，见彼有失，则

正色而谏之；告我以过，则速改而不惮”（《抱扑

子·外篇·交际》）。葛洪等人解释谏诤，明确其

“救过”、“匡恶”功能，而这本于“和而不同”修养。

在治国理政上，“和而不同”理念要求治国者允许、

听取、采纳不同意见，要求人们勇于提出不同意见。

有“和而不同”修养，能听取不同意见，可以比较、反

思，自然容易明白真伪、对错，做到“兼听则明”。

古代谏诤的主要思维方式是朴素的辩证思维，

即谏诤者和谏诤对象在认识和价值上对立统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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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相成的思维方式；它展开实现为治国理政等事物

变化发展的历史思维方式。从古代君臣、思想家们

对谏诤活动的认识看，历史考察是其重要认识或论

证途径，历史典故是最常运用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

和历史教训是最重要的论据。如魏征谏议内容，即

借鉴隋亡教训，认为隋“恃其富强，不虞后患”，国君

则“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徭役无时，干

戈不戢”，“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

崩”（《贞观政要》卷１《君道》）。可以说，历史思维

是中国古代谏诤观的核心思维方法。这是一种朴素

的辩证思维方法，有合理性，可惜未能提升到政治方

法论高度加以认识、把握，制约了古代政治哲学理论

思维的进步。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等社会分位思想

是其伦理思想基础。古人认为谏诤是君臣、父子、夫

妇各自社会职责内容，君、父、夫求谏纳谏，臣、子、妇

直言进谏，便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职责。这种由社会

分工引申来的角色伦理，要求现实中君臣、父子、夫

妇向理想方向不断前进。具体到君君臣臣上，谏诤

即魏征所谓“君使臣、臣事君之道”，以维护“君君臣

臣”的“国家纪纲”不至“废坏”。太宗回答魏征，言

臣下“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

恶”，“直辞正谏，论道佐时”，进行直谏。贞观三年

（６２９），太宗对侍臣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

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

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隋炀帝

“无道”，未尽君责，“臣下亦不尽心”［６］，未尽臣职，

以致忠谏不行。在一定程度上说，贞观之治是太宗

君臣各自尽职尽责的结果，是贞观君臣谏诤观的积

极实践成效。

遵循和实现社会角色伦理要求，必然要求去私

徇公，迁善改过，故“以天下为公”观也是谏诤观的

伦理思想基础。《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

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

其子。”《吕氏春秋·贵公》：“万民之主，不阿一人”。

太宗也有“以天下为公”的认识和觉悟，要求“君臣

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６］，各自“灭

私徇公，坚守直道”［６］。他认识到：“古称至公者，盖

谓平恕无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管

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故知君人者，以天下

为公，无私于物”，表示自己要追求“至公之道”，“以

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法律也“非朕一人之法，

乃天下之法”；还要求臣下“公平正直”。房玄龄也

说，《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

平平”，公平正直乃“理国要道”［６］。

君主以天下为公，自应在治国活动中充分发挥

臣下作用，切忌乾纲独断、万事独裁。贞观四年

（６３０），太宗和大臣萧蠫讨论隋朝短祚原因，认为隋

文帝勤政克己、励精图治，但“不肯信任百司，每事

皆自决断”，使“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太宗汲

取教训，感到治理天下，处理万事，复杂多变，宜“皆

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于

是，“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

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６］

仁义治国观是古代谏诤观的治国思想基础。太

宗即位后，读儒家经书，相信仁义道德是人性内涵，

提出“仁、孝之性，岂隔华、夷？”［６］太宗读历史，发现

“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

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认识到“天子者，有道则

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６］，

“道”才是治国根本。于是“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

主张“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

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认为仁义

道德乃重要的国家机器，臣下“忠贞，使百姓安乐，

便是朕之甲仗”［６］。

贞观十六年（６４２），国家繁荣昌盛，太宗志得意

满，自诩“积德、累仁、丰功、厚利”，魏征答：“内平祸

乱，外除夷狄，是陛下之功。安诸黎元，各有生业，是

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与仁，愿陛下

自强不息，必可致也。”［６］唐初谏诤，不能看成是古

代儒家德治或仁政思想的实践。且不论唐太宗三教

并用、儒法同施政策，仅仅从求谏、纳谏看，其中虽有

薄赋敛等近于仁政的内容，体现了先秦以来儒家

“和而不同”、民本等精神，可称开明；但根本上看，

它不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实践，仁义道德只是其

治国之术，而非治国理政的前提、基础、标准和理想，

贞观之治也不是其人性综合修养提高后取得的成

效，故受到后来朱熹等学人批评。

不过，专制制度本为私，但在优秀传统文化影响

下，贞观君臣有求道之志，能超越自私心，发挥朝廷

各部门作用，实现一定程度的君臣“所以共为

治”［６］，治国思想、政策能照顾天下百姓利益，这已

突破了专制制度私天下的局限，留下了超越历史的

优秀思想内容，应予充分肯定。

还要注意，仁礼结合，礼法制度和人性修养相辅

相成；礼围绕仁而损益，制度起作用以人性修养为基

础。制度落后，但如果治国者修养高，有公心，君臣

同心同德，遵循礼法治国理政，依然可达致盛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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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即使有先进制度，治国者若无公心，一任私意横

行，也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甚至亡国。《荀子·君

道》言：“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

之变，足以乱矣。”治国者有私心，是一切官僚主义

的根源，谏诤制度也会因此而瘫痪。如唐朝中央政

府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行政，中书草诏，门

下封驳，太宗说，这“本拟相防过误”，“诏敕如有不

稳便，皆须执论”，但在实践中，臣僚对上“阿旨顺

情，唯唯苟过”，“无一言谏诤”，对自己“或有护己之

短，忌闻其失”，各部门间或“有是有非，衔以为怨”，

或碍于人情世故，“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

遂即施行”，最后流于“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６］。

私欲泛滥，谏诤甚至异化为争权夺利工具。明代后

期，党争激烈，“居言路者各有所主”，党同伐异，清

史臣评论：“其时不患其不言，患其言之冗漫无当，

与其心之不能无私；言愈多，而国是愈益淆乱也。”

（《明史》卷２１５《王治等传》）可见，忽视制度建设，

只关注个人道德修养，固然简单化；但认为只要有某

某制度就一劳永逸的想法、做法，矮化人素养、能力

的历史作用，理论粗糙，一旦用于实践，为害不可

胜言。

四、古代谏诤难行的内在原因

　　（一）君主专制是桎梏

司马迁分析强秦速亡原因说：“当此时也，世非

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

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

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窫口而不言，是以三主

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

闻，岂不哀哉！”秦国没有谏诤传统。商鞅治秦，奖

励农战，严刑峻法，忌讳甚多，加强专制统治；他认为

“国去言则民朴”（《商君书·农战》），反对“独立私

议以陈其上”（《商君书·赏刑》），实际上禁止谏诤

出现。本来，秦有谏官。《通典》卷２１：“谏议大夫，

秦置，掌论议。”秦谏官名“谏大夫”，属郎中令，多至

数十人，掌议论。郎中令是郎官首领，郎是侍从官的

统称，主要职责是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

差遣。郎中令下属谏大夫若干人，备顾问应对，司谏

议之职。太史公也注意到：“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

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秦有

谏官，未能发挥作用，不能自我纠偏、拾遗补缺，空前

强大国力也不免二世而亡。

唐初治国者了解下情，头脑清醒，有理想，能发

奋图强，同心同德，坦诚相待，易出现谏诤，如魏征

言，“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

忠谠之言”；表明当时君主专制自我修复、调整能力

较强。但即使这时，谏诤也因人而兴，因人而废，如

魏征言，“天下既安，则恣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

谏”［６］。居安而难思危，开明如唐太宗，到晚年，求

谏、纳谏也有不足。魏征去世“未几，猜谮遽行”。

史官不禁慨然感叹：“皓皓者易污，者难全。”

（《新唐书》卷９７《魏征传》）

秦不行谏诤，唐行谏诤而不能持久，这反映了中

国古代谏诤的一般状况。谏诤之有无、难易，根本在

于专制君主是否重视谏诤。天下为专制君主一人所

有，大小事情由皇上一人独裁，不容他人置喙，公卿、

大夫、士等难以尽职尽责，谏职虚化有内在必然性。

开明如唐太宗，后来也“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

意终不平，谅有难色”，甚至将“激切”谏诤看成“讪

谤”，“意甚不平，难于受谏”［６］，终不脱庸君习气。

在专制制度下，谏诤难行，即使偶尔出现，也“有若

无，实若虚”，难以避免。

（二）谏诤发展本身不正常

第一，从系统运行角度说，中国古代谏诤主要是

功能性而非结构性发展。即适应形势变化需要，不

断调整自己，以保证治国者有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根据对国家治理的理念性认识，设计构建相应君臣、

君民权力关系结构有不足，使这种功能性发展缺乏

必要的内在基础。它只是一种片面发展，而非全面

发展。谏诤观也多从谏诤功能角度讲意义，少进行

结构分析讲本体，政治哲学不发达。明清君主专制

发展到极端，谏诤制度因宰相被废除而大坏，谏诤观

式微，谏诤便沦落为党争附庸。

第二，从治国者素养和自律角度看，中国古代谏

诤主要是自发的被动发展，而非自觉的制度性发展。

开明君主求谏、纳谏，臣下才敢直言谏诤；即使君主

提倡谏诤，也缺乏法权制度保障。一旦国君不求谏、

纳谏，谏官便不受重视，谏职势必虚化，皇权体系内

在监督机制失灵，制度规范失效。谏诤因君而兴，因

君而废，其出现和变化有偶然性。谏诤观也多从君

权需要出发，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旨归，属于“消防”

灭火性质，而非整体性系统预案，有计划、有步骤解

决治国问题，理论性、建设性不强。

第三，中国古代谏诤活动重视君臣和谐一体，忽

略君主专制私天下现实与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这一

公天下理想的对立冲突，谏诤观也或多或少忽略这

一矛盾，制约了其理论深度。儒家的德治或仁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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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无为而治，都要求国君将天下看成天下人的天

下。《礼记·礼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观念，《吕

氏春秋·贵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

下也”观念，不仅是社会理想，也是对现实政治的思

想引导、发展要求。“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

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吕氏春秋·贵

公》）与公天下观念相应，君位传贤不传子，实行禅

让制。另外，与《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相应，则有传子

不传贤的私天下制度。秦始皇说：“朕为始皇帝，后

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史

记·秦始皇纪》）谏诤是治国者“公”治天下的活动，

拒谏则是“私”治天下的行为。古代谏官对此只能

隐晦提及，不敢深入讨论。

（三）古代谏诤有自己难以克服的

内在矛盾

古代谏诤本为专制君权体系一部分，但又以挑

战专制君主权威为职责；它本来受专制君主支配，却

想反过来支配专制君主。古代谏诤出现并发挥作

用，有其前提条件：一是君主开明。在谏诤活动中，

君主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吕氏春秋·直谏》：“故

不肖主无贤者。无贤则不闻极言，不闻极言则奸人

比周、百邪悉起，若此则无以存矣。”君主不开明，不

能知贤、用贤、任贤，就不可能听谏、纳谏。二是君臣

互信。子夏说，君子“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

也。”（《论语·子张》）君臣间只有“上下无私，君臣

合德”，“义均一体”，“协力同心”［６］，诚心相待，尽职

尽责，才可能出现谏诤。三是君臣有不同看法，谏诤

者发现“事有不可”是谏诤的前提和起点。

谏诤本产生于臣下对君主某些言行、决策的否

定；谏诤出现后，君主如果纳谏，接受谏诤，就承认了

臣下否定自己为正确；君主如果奖赏谏臣，等于变相

宣传自己不足、臣下英明。这无疑是对君主神圣性

的揭露和冒犯，一般君主当然难以做到。在君主专

制体系里，谏官本弱势，冒犯君主强权，随时有生命

危险。谏官成高危职业，这使真谏官难出现、难长

久。《孔子家语·辨政》：谏诤“唯度主而行之，吾从

其风谏乎！”韩非著《说难》，其实也是说谏诤难，他

的结论是，谏言应了解国君“心”思和需要、考察国

君与自己关系的亲密度和信任度、不要触犯国君禁

忌、注意保密等。这实际上将谏诤看成君主私密事

情，顺服君主专制的非理性、非公开性，如实反映了

古代谏官一般心理状况。随着君主专制加强，谏官

风险大增，唐代谏官还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

（《旧唐书》卷１６６《白居易传》），有所作为，北宋时

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７］了。

谏诤产生的条件是专制等级共同体内上下对问

题有不同看法，体现了上下之间认识和实践的矛盾，

谏诤的目的是解决这些矛盾。矛盾一旦解决，旧的

谏诤完成任务，退出历史舞台；新矛盾出现，会产生

新的谏诤。这样不断谏诤，不断克服解决矛盾，实现

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健康发展。谏诤发展的理想就

是消除自己产生的条件，最终消灭自己，没有谏诤。

谏诤本身没有永恒性。谏诤的理想是“天下有道”

社会，道的追求、人性的自觉和实现，才是谏诤产生

发展的根本命脉。如此，高层次的谏诤必然是直言

规劝君主“正君心”，不断提高人性修养，此即宋明

学人不约而同的做法，而这实际上是对专制君主神

圣性的直接否定。

可见，谏诤活动本身就起于谏诤主客双方矛盾，

谏诤运动过程即双方矛盾产生、展开和解决的过程。

古代谏诤内在矛盾的核心在对专制君权的纠结，表

现有二：

第一，君臣矛盾。谏诤即臣下发现君主不足，并

且让君主承认自己不足、改变自己不足，这要求君主

比较理性、克己。在皇权至上制度下，君主“口含天

宪”，头顶圣明光环，为所欲为，谏臣只是君权体制

内一部分；君主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自然也是谏

诤活动的评价标准。臣下进言，是否是谏诤？是否

是好的谏诤？均由君主本人评定；君主本人评定却

时常受外在条件影响，如唐太宗评魏征：“卿所谏前

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

是！”［６］太宗开明，相信且能体谅魏征“忠诚奉国”，

但评价标准依然是“朕意”。

一方面，先有君主言行，而后有谏诤；谏诤的进

行始终为君主所掌控；目的也在帮助、改进君主言

行。在开明君主看，谏诤乃自己人对自己人的活动，

“一家人”商量解决问题，以实现共同体目标。故

《白虎通·谏诤》提出“妻得谏夫”，且“谏不从不得

去之”；提出“子谏父，不去”。古代谏诤根本上乃君

主专制一部分，与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无关。另一

方面，谏诤以否定君主言行并得到君主承认为其本

质特征，它可以制约君主言行的随意性、非理性；谏

诤督促君主自己克制自己，限制其为所欲为的范围

和程度。谏诤体现了古代皇权体系内部的行政制

约，有古代民主色彩。

但这种行政制约并非权力制约，更非分权制衡，

而是一种职责督促、职能监督；它本身也受制于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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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意志，随时可能被君权淹没而不能发挥作用。

历史事实是，在古代前期，皇权积极作用较大，谏诤

作用也大。到后期，君主专制加强，古代谏官职责逐

步虚化，本来监督君主的谏官，宋代以后反变成帮助

君主对付臣下的爪牙。北宋时，设独立的谏院，置知

谏院、左右司谏、左右正言等谏官，是转折点。钱穆

说：“本来谏官之设，用意在纠绳天子，并不是用来

纠绳宰相，对皇帝才称谏，而且谏官也明明是宰相的

属官。现在谏官脱离了门下省，……而又是由皇帝

所亲擢，不得用宰相所荐举，于是谏官遂转成并不为

纠绳天子，反来纠绳宰相。于是谏垣遂形成与政府

对立之形势。……台官（御史台）监察的对象是政

府，谏官诤议的对象还是政府，而把皇帝放在一旁，

变成没人管。”［８］到明代连宰相也废除了，更不用说

谏官。唯有六科给事中还有点谏言职能，但也只能

针对六部事务发言。清代更不准道台、府县“专折

言事”。皇权泛滥，连内部行政制约、职能监督也没

有了。谏诤不行，皇权内部制约只能借助经学背景

下的意识形态如天命观、儒家仁政思想、民本思想和

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以及礼仪规范、太子教育制度、

宰相制度、科举制度、多样化的大一统国家的国情等

进行，自我监督、自我纠偏行政机制完全失灵。制约

君权借助思想、礼制进行，成为文化制约，可以看成

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特点之一。

第二，君民矛盾，集中表现为君本与民本思想的

冲突。太宗求谏、纳谏，通过学习和治国实践，产生

了自己的谏诤观，根本目的在于巩固皇权，确保李家

王朝江山永固。太宗致力于将自己为君经验传授给

太子，望其学会克己奋进，“容纳谏诤”，要臣下对太

子见到“有不是事，宜极言切谏”；并用傅说的话教

太子“自鉴”说：“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

道，受谏则圣。”［６］要求诸王子“拣择贤才，为汝师

友，须受其谏诤，勿得自专。”魏征也赞成这种谏诤

观，认为谏诤目的在于“欲全身保国、远避灭亡者

也”［６］。不同的是，在魏征谏诤观中，民本思想更浓

郁。他在贞观十四年说：“《书》曰：‘抚我则后，虐我

则仇。’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

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

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

深思之乎？”［６］其君民关系观念包含更多的民本因

素，并将这看成君主求谏、纳谏的前提和宗旨。

君主的权力和“君君”职责、治国者的民本思想

和民众的忠君是相互联系、相对而言的。在中国古

代政治思想史上，包含谏诤观在内的“君君”职责思

想和民本思想，实际上稀释和淡化了君主专制的非

理性、随意性因素，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应予肯定。

但古代谏诤观中隐隐透露出的君民矛盾及其解决，

全部由君主大包大揽，民众完全游离于君权体制外，

没有丝毫权利，极端专制时期甚至连表达意见的权

利也被取消。周厉王防民之口，清代也不许民间有

公开发言权。府学、县学明伦堂均置一卧碑，立有禁

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

不得刊刻文字［８］。在这种情形下，民众遭遇生产、生

活困难，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只能到宗教领域寻求

慰藉，或者以大规模的逃荒、疾病或死亡、铤而走险

等消极、曲折而悲怆地表达民意或民心，间接影响君

权运行。

五、结语

　　总之，君臣矛盾运动中潜藏的少量民主因素，因

君权膨胀、谏官职位虚化等制约而销声匿迹，唯有君

民矛盾一直尖锐存在，为近现代民主发展积蓄着历

史力量。和君臣矛盾相比，君民矛盾是谏诤活动内

在矛盾在君主专制时期的主线，也是君主政治和民

主政治冲突在古代的曲折反映。可惜，古代谏诤观

未能自觉建立在“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等朴素民主

思想基础上，皇权色彩掩盖了民本底色，使古代谏诤

观即使有一些民主色彩，但最终仍然疏离了君主政

治向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线索，难以进入明末清初

早期启蒙思想家们批判君主专制、描绘未来理想政

治蓝图的宏阔视野。

参考文献：

［１］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Ｍ］．孙立坚，孙丕强，樊

瑞庆，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２］ 赵映诚．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研究［Ｊ］．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３）：９７１０４．

［３］ 王凤阳．古辞辨［Ｍ］．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３．

［４］ 孔颖达．尚书正义［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５］ 贾公彦，陆德明．周礼注疏［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

［６］ 吴兢．贞观政要［Ｍ］．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

［７］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上册［Ｍ］．李勇光，王蓉贵，校

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８］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Ｍ］．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下转第１４０页）

３０１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５年　第１７卷　第３期




